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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从两种视角走向交叉学科*

殷志平

（上海殷殷商务咨询有限公司　战略咨询部　上海　200030）

提 要 跨国企业多面而复杂的语言现象已引起国外管理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同关注，不仅形成了国际管理学

和语言规划学两种视角的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而且均已成为各自学科领域的热点问题。两种视角的跨国企

业语言管理研究在概念内涵、研究取向上存在诸多差异，很少交集，呈现出多学科研究的特征；在研究的理论

背景方面，皆借用了多种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故又呈现出跨学科研究的特征。从总体上看，跨国企业语言

管理研究尚未完全成熟，对于多面而复杂的跨国企业语言问题，尚缺乏全面系统的考察和深入的研究，各热点

话题之间尚未形成有机关联、构成知识单元。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在中国尚处于引介阶段，对其多学科、跨

学科性质还缺乏充分认识，甚至对两种研究视角亦存混淆。深入开展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应充分借鉴各相关

学科的理论和概念，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走向交叉学科研究，由此可望诞生企业语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语言

学两种分支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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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Language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From Two Perspectives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

Yin Zhiping

Abstract The multi-faceted and complex linguistic phenomena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have attracted the attention 

of management and language scholars abroad, giving rise to research on language manage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and language planning. Research from the two perspectives has become 

hot topics in their respective fi elds abroad. However, it is still in the introductory stage in China. Chinese scholars lack a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multidisciplinary and cross-disciplinary nature of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management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By reviewing the literature on language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t is found that there are many 

diff erences in the conceptual connotations and research orientations of the two perspectives. The two disciplines focus on the 

same object, but have no relationship with each other, which shows the multidisciplinary nature of language management 

research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Further, seven hot issues are taken as examples to explore the theoretical background of 

the two perspectives, and it is found that the research on language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borrows theo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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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ncepts from a variety of other disciplines, show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However, there is 

still a lack of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investigation of multi-faceted and complex language problems i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there is no organic relationship between hot topics to form a knowledge unit. The in-depth study of language 

management i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should fully draw on the theories and concepts of various related disciplines and move 

from multi-disciplinary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to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In view of this, it is predicted that two sub-

disciplines, namely business language management and business management linguistics, will emerge.

Keywords language management; two perspectives; multi-discipline; cross-discipline; inter-discipline

一、引　言

跨国企业多面而复杂的语言现象引起了管理学界和语言学界的共同关注，形成了国际管理学和

语言规划学两种研究视角，两种视角的研究借鉴运用了多种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近期国外一些学

者明确提出，要跨越学科边界，综合并相互关联来自不同学科视角的论点，对跨国企业语言问题做出

整合，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走向交叉学科研究（Tenzer et al. 2017）。近期也有跨学科的国际团队聚

在一起“对话”，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语言标准化（Linn et al. 2018）。然而国内一些学者常常将国际管

理学视角和语言规划学视角的研究混淆起来，如最近有学者试图从国际管理视角出发构建“战略性地

选择和使用语言”的跨国企业语言管理框架，依据的理论却是来源于语言规划学的语言管理理论，显

得概念混淆，逻辑不清；而对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性质更是缺乏充分的认识。为

此，我们运用交叉学科理论对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的多学科、跨学科性质进行总结分析。根据陈平

（2021），多学科研究是多个学科从不同角度对同一对象进行研究而不同学科之间不发生关联的研究；

跨学科研究指某个学科借用另一个学科的理论、概念和研究方法用于本学科的研究；交叉学科研究是

两个或多个学科对学科间中间地带或重合部分进行联合研究，通过互动、合作和融汇生成新的理论、

概念、方法并开创新的研究领域和学科的研究。文章将首先分析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这两种研究

视角的概念、研究取向差异及呈现的多学科特征；接着梳理跨国企业语言管理文献对其他学科的借鉴

运用及呈现的跨学科特征；最后做出评价，提出展望，处于多学科、跨学科研究阶段的跨国企业语言

管理研究将走向交叉学科研究，可诞生企业语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语言学两种分支学科。

二、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的两种视角

（一）两种研究视角的概念差异

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两种研究视角对语言管理概念的理解不尽一致。国际管理学主要研究

企业国际经营中东道国的教育（教育制度、语言）、社会文化、政治-法律和经济等环境因素带来的

经营管理问题。国际管理学视角下，语言管理指企业管理层在对组织的语言需求进行战略评估的基础

上，设计并实施语言制度的行动过程，其中“管理”的含义是制度上被授权进行协调和决策的职能活

动（Tietze 2008 ：43）。语言规划学界关注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的主要是捷克的布拉格学派，斯波斯基也

有所涉及，但深入研究不多。语言规划学视角下（为简化表示，以下“语言规划学视角”特指布拉格

学派），语言管理包括简单语言管理和组织化语言管理：简单语言管理是对个体语言使用的关注和管

理活动，是针对语言的行为（Nekvapil & Nekula 2006），这里“管理”的含义是一种在日常情景下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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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反性社会行动（Tietze 2008 ：41）；组织化语言管理是企业经理对一定层级内多种情境下发生的话

语交际问题进行干涉的活动，这里“管理”的含义接近国际管理视角下的概念，但管理活动的范围相

对较窄，管理的力度也相对较小。

两种视角的语言管理在目标、对象、主体、路径、语境等方面都存在差异。国际管理学视角下语

言管理的目标是促进管理，提高运作效率，最大限度地发挥企业的竞争优势；管理对象主要是企业语

言需求、语言能力建设、交际的效率等与语言相关的管理问题，对个体话语中的规范问题不予关注；

管理主体主要是公司 CEO 及高层管理者，员工个体是参与者；管理路径主要是自上而下，即公司管

理层（通常是总部）发现与企业经营战略相关的语言需求，做出相应的决策和管理举措，然后逐级向

下推广实施；语言管理活动的语境是跨国企业母国和东道国的语言状况以及语言对管理活动的影响

等，语言被视为企业管理中的一个变量。语言规划学视角下语言管理的目标是发现和解决语言使用问

题，纠正对语言规范的偏差（Nekvapil & Sherman 2009），最大限度地提高跨国企业内部社会互动的质

量并扩大规模；管理对象主要是员工个体话语中出现的语言使用和交际问题；管理主体以员工个体为

主，相关管理人员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管理路径以自下而上为主，员工在互动交际中做出自我管理

行为，如果管理者注意到员工行为具有普遍意义则做出组织层面的管理行为；语言管理的语境是跨国

企业经营管理活动及其多语言环境等。

（二）两种研究视角的多学科特征

由于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两种研究视角存在上面所说的概念内涵差异，虽然两者都是针对跨

国公司语言管理问题这一对象，但研究取向存在差异，两者之间也基本上不发生关联，这表现在两种

视角探讨的话题大部分并不相同，即使相同，研究的角度也不相同。

1. 不同话题

国际管理学视角的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研究独立关注的问题包括语言与员工职业发展、外派专家适

应、知识转移、语言能力建设、总部-子公司关系、并购以及语言需求分析，鉴于下文将从学科借鉴

角度梳理前 4 个问题，这里仅总结后 3 个问题。语言问题对总部-子公司的交际、管理等有各种影响。

Harzing & Feely（2008）指出，语言障碍对总部-子公司关系造成了耦合的恶性的交际循环和管理循环；

还有调查表明，总部-子公司交际明显受到语言差异的影响，语言差异本身构成了一个距离类别，不

应该像传统上那样被纳入相关但独立的文化差异概念。语言对跨国公司并购过程、并购绩效会产生影

响。有学者发现，当双方语言距离和通用语能力差异较大时，收购者在外国目标公司中持有的股权较

低；当双方的通用语熟练度都较高时，收购方持有的股权较高；如果收购方和被收购方所在国语言相

同，并购绩效会更好。语言需求分析就是了解跨国公司各附属机构工作人员的语言水平，识别在外语

交际方面的优势和劣势，为公司制定语言战略提供依据。上述简要总结表明，国际管理学视角独立关

注的问题都是与语言相关的管理问题。

语言规划学视角的跨国公司语言管理研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对语言使用中出现的偏离规范问题

所采取的管理行为，包括简单语言管理和组织化语言管理。简单语言管理包括语言、交际和社会文

化 3 个维度：语言维度的管理就是语言匡正；国际管理视角的研究也关注简单语言管理中的交际管理

和社会文化维度问题，但很少关注语言匡正问题。组织化语言管理与国际管理视角下的语言政策之间

有一些关联，前者也关注语言政策的效果，但与后者存在根本性的不同。国际管理视角着重于在系统

性、全局性层次上研究语言政策的影响因素、制定及实施过程，主要是企业宏观层面的问题；组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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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管理只是局部的组织行为，且大多只是在分支机构层面展开，涉及的内容主要是会议规则、沟通

原则等具体的行为，属于企业中观层面的问题。这样看来，语言规划学视角独立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语

言匡正、中观层面的组织化语言管理。鉴于下文将从学科借鉴角度梳理语言匡正问题，这里仅总结

组织化语言管理。组织化管理是企业管理层为消除员工互动中出现的相似性问题而采取的管理措施。

Engelhardt（2011）发现捷克的一家德资企业分支机构 CEO 制定了会议交际规则：会议应使用与会多数

成员的母语，而少数成员则依靠翻译。Nekvapil & Sherman（2009）观察到一家德国-捷克合资企业会议

室的墙上挂着“内部沟通的 5 项原则”。上面的简要分析表明，语言规划学视角独立关注的问题主要

是语言和语言交际问题。

2. 相同话题不同侧面

两种研究视角共同关注的话题主要有语言政策、语言多样性、交际管理、语言与社会文化（身

份、权力等）管理等，但两者对这些话题关注的侧面不同。国际管理学视角侧重于企业利益、效率和

社会行为，语言规划学视角侧重于员工利益、规范和语言行为。

（1）企业利益 vs 员工利益。两种视角都关注跨国企业实施语言政策的效果，但国际管理学视角

主要关注语言政策对企业主体利益的影响，语言规划学视角主要关注语言政策对员工主体利益的影

响。国际管理学视角的文献认为，共同语技能的缺乏会造成沟通误解，产生基于语言的公司政治，阻

碍员工的职业发展，引起员工的不满、抵抗，导致低效、费时、增加成本。语言规划学视角的研究发

现，在捷克的德国跨国公司中，采用德语而不是捷克语的不对称语言适应政策占主导地位（Nekula et 

al. 2005）；工作场所的语言要求反映了高地位员工的语言资源和实践，因此他们的能力比下属更受重

视，这种对不同语言能力的不平等评价的结果维持了工作场所现有的等级制度，并创造了新的等级制

度（Lønsmann & Kraft 2018）。

国际管理学视角和语言规划学视角也都关注语言多样性，前者关注语言多样性对交际、知识共享

和语言策略可行性的影响，后者关注语言使用中的不平等问题。两种视角在对语言意识形态问题的讨

论中也侧重于不同的主体。前者主要关注公司层面的语言态度及其对语言政策的影响，后者主要关注

员工层面对一定语种的评价、态度及其对个体语言选择的影响。

（2）效率 vs 规范。效率主要指管理效率，国际管理学视角下语言管理的目的主要是促进管理，

提高效率；规范指语言行为准则，语言规划学视角下语言管理的目的主要是匡正对规范的偏离。调整

交际模式—— 在不同交际模式之间进行选择—— 是两种研究视角共同关注的交际管理问题之一。国

际管理学学者 Harzing et al.（2011）的调查发现，日本经理在用英语与异地的同事交际时通常选择电子

邮件而不是电话，因为他们的英语书面语水平比口语好，该研究是在总部与子公司关系主题下讨论这

一问题的。语言规划学视角用回避策略指称与调整交际模式相似的现象。回避策略既发生在当地员工

中，也发生在外籍员工中，前者与外派人员交际时回避使用口语、电话而采用电子邮件，后者在专业

领域会话中避免使用当地语言（Nekvapil & Nekula 2006 ；Nekvapil & Sherman 2009）。两者都是回避使

用语言能力不足的交际模式，但回避策略的使用是为了避免产生预见到的语言规范问题。

（3）社会行为 vs 语言行为。两种视角都研究社会文化维度中的语言与权力问题，但国际管理

学视角主要关注语言产生的权力问题，着眼于社会行为；语言规划学视角则关注权力影响语言的选

择和使用，着眼于语言行为。管理学者对语言特别是语言政策导致的权力问题展开了多方面讨论。

Marschan-Piekkari et al.（1999）发现，在正式的组织结构背后产生了基于语言集群和作为语言节点与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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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的个体的影子结构。语言规划学视角的文献发现，权力限制员工纠正交际中的语用和社会语言学偏

差。Fairbrother（2018）的调查显示，员工注意到与语言使用中的语用、社会语言学方面的偏差，但是

工作场所的权力限制往往使他们无法做出调整以消除这些问题；Fairbrother（2015）则发现，处于较低

层级的员工会被权力地位比他们高的人强加一些可能阻碍有效沟通的混合不同语言、社会语言学和社

会文化要素的互动形式。

上述两种视角的不同话题和相同话题不同侧面的研究显示，国际管理学者和语言规划学者各自主

要关注自身学科领域的问题—— 前者主要是企业管理问题，后者主要是语言问题，当然也有极少数兼

顾两种视角目标的。Sanden（2015）主要从国际管理学视角研究行业因素对公司语言管理手段选择的影

响，也通过分析企业层面语言管理活动与国家及国际组织语言规划活动之间存在的直接或间接关系，

来解释非母语的语言政策在跨国企业的引入并不一定会降低国家语言在宏观（社会）层面的地位。国

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围绕同一对象进行研究而不发生什么关联，表明两种视角的跨国企业语言管理

研究属于多学科研究。

三、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的跨学科特征

从学科间关系来讲，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围绕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的研究属于多学科研究；然

而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借用了多种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概念，也呈现出跨学科

研究的特征。下面以员工职业发展、外派专家适应、语言与权力、知识转移、语言政策、语言能力、

语言匡正等 7 个热点话题为例，分析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的跨学科特征，并从不同话题的输入学科

和不同输入学科的诠释理论两个方面讨论。

（一）不同话题的输入学科
1. 员工职业发展。根据人力资源管理和人力资本理论，员工的职业发展建筑在职业能力、人力资

本及社会资本基础上。人力资本指个人拥有的知识和技能，在采用特定语言政策的跨国公司，语言技

能是一种特殊的人力资本、一种专业能力之外的职业能力；社会资本指组织内由个人维护的网络，语

言的流畅性增强对社会网络的沉浸，促进社会资本的产生。因此，公司语言的强制使用可能会在员工

的技术要求和语言要求之间造成紧张局面（Marschan-Piekkari et al. 1999），公司语言可扮演员工职业发

展中的玻璃天花板和玻璃墙的角色（Latukha et al. 2016）。此外，根据社会语言学理论，员工由于其非

母语口音、词汇和语法表现出来的特征会因语言联系的国家、民族刻板印象而导致不同评价。

2. 外派专家适应。外派专家的适应受到交际能力、文化适应能力和社会认同等多方面的影响。交

际主要通过语言来实现。Peltokorpi（2010）借鉴管理沟通理论表明，位于“一区”基本语言能力的外

派专家一般只能通过语言中介与当地雇员互动。语言对于理解文化和在文化中如何有效运作特别重

要。Selmer（2006）借鉴文化理论表明，外派专家东道国语言流利程度与所有 3 种文化适应（一般、互

动和工作）都呈正相关。语言不仅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个人和集体身份的构成。通过将语言和社会

身份理论与外派专家适应联系起来，Zhang & Peltokorpi（2016）发现，东道国语言技能对外派专家在

东道国的互动、社会支持、网络关系工作以及非工作相关适应等方面有多种影响。

3. 语言与权力。对权力概念存在两种理解，一种是竞争和占有，另一种是说话行为的效果。基于

第一种理解，语言是一种可以产生权力的文化资本，员工拥有企业语言技能可产生个人权力和影响

力，不同团体语言技能的差异产生群体分类和竞争；基于第二种理解，话语行为的不同效果建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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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权力关系。运用社会身份理论，SanAntonio（1987）显示，在日美资企业只说英语的政策维护了美国

人和日本人之间的身份边界，绕开了当地日本人的权力结构；Harzing & Feely（2008）表明，使用企业

语言可能加剧群体身份的激活和分化；Kulkarni（2015）发现，语言转换会导致以语言为基础的群体的

形成，触发基于社会身份的断层线的导火索。运用社会语言学理论，Henderson（2005）发现，在跨语

言边界沟通中缺乏社会语言学能力可导致个体和团队层面权力关系变化。运用权力回路理论，Vaara et 

al.（2005）表明，企业语言政策带来 3 个层次的权力含义，即语言技能成为社会互动中的赋权和丧权

资源、身份和主体性的（重新）建构、统治结构的重构，这 3 个层次就像电路一样相互连接。运用文

化资本理论，Wright et al.（2001）对在苏格兰日本公司语言使用的调查发现，当地雇员设计了两种语

言：洋泾浜语和方言，前者表示他们接受外籍权威，后者作为一种社会排斥手段来对抗这种权威。

福柯的权力理论超越将权力作为一种占有的理解，认为权力行使并存在于关系之中。Gaibrois & 

Steyaert（2017）运用福柯的理论，将权力关系概念化为在行为定位中的话语性构建，提出话语行为的

不同效果建构不同的权力关系：修辞战场上的赢家建构竞争性的权力关系，为不熟练发言者铺路的帮

手则建构合作性的权力关系。Wilmot（2017）利用弗莱明（Fleming）和斯派塞（Spicer）的组织权力框

架提出，语言政策的选择是权力的一种特殊应用，并展示了语言管理中的压制与拒绝、操纵与发声、

主宰与逃避、主观化和创造等权力斗争。

4. 知识转移。跨国企业知识转移是跨国企业总部与子公司之间或子公司之间跨越边界的知识共

享，涉及所转移知识的内容与意义、知识发送和接受方的动机和沟通编码能力、知识转移的媒介和

传输途径等，语言作为“重构代理”影响知识转移的所有阶段和知识转移的所有影响因素（Welch & 

Welch 2008）。运用语言距离理论、语言亲缘理论，Ambos & Ambos（2009）发现，语言距离对知识协

调机制和知识转移效率的调节作用超过了文化和地理距离的调节作用；Schomaker & Zaheer（2014）发

现，语言亲缘性一方面能提高知识沟通的便利性，另一方面似乎对知识理解有负面作用。运用媒介丰

富度理论（media richness theory），Klitmøller & Lauring（2013）的研究显示，在语言通用性较低的情况

下，精益媒体比富媒体更能有效地实现模糊知识的共享，而富媒体在规范知识共享方面比精益媒体更

有效。运用翻译理论，Tietze et al.（2017）发现知识转移的翻译过程中存在不同语言体系之间的语言空

白和相关话题方面的话语空白，填补这些空白不仅需要创造性的翻译，而且需要适应包括文化和政治

因素在内的当地语境，译者在这种特殊的知识转移过程中是关键代理人。运用社会身份理论，Reiche 

et al.（2015）将隐性知识接收概念化为一种构建共享总部身份的行为，并发现子公司和总部管理者之

间的共享语言与子公司层面的隐性知识流入正相关。

5. 语言政策。跨国企业语言政策研究主要涉及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两个方面。语言政策的制定

一方面基于决策者对语言和语言选择的假设，另一方面受到国际化进程、并购策略、总部与子公司关

系与互动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现有研究借鉴多种其他学科理论论述决策假设，讨论各种因素如何影响

语言政策的制定。论述决策假设所借用的理论主要是资源依赖理论和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资源依赖理

论认为，组织设计必须应对公司的外部和内部依赖性；在全球环境中，这种依赖性是必要的本地适应

性和反应能力的递增函数，而相互依赖是全球一体化的正向函数。Luo & Shenkar（2006）依据资源依赖

理论提出，在次级单位层面上使用适当的语言有助于跨国公司在所经营的各种地方环境中建立合法性

并保持适应性，而在母公司层面上使用统一的语言则使公司能够通过控制进入沟通渠道来管理关键支

持者的要求。van den Born & Peltokorpi（2010）运用人力资源管理理论提出，语言政策应与以民族为中

心、多中心或以地缘为中心的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和战略方向相一致。民族中心战略倾向于将母国语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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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工作语言，多中心战略倾向于将东道国语言作为工作语言，以地缘为中心的战略强调在海外子公

司中使用通用语进行沟通的重要性，同时也重视东道国本地语言的使用。

现有研究讨论语言政策影响因素所运用的理论主要包括协同演化理论、并购理论、语境化理论、

世界主义理论和拟剧（dramaturgical metaphor）分析框架。Welch & Welch（2019）根据协同演化理论提

出企业国际化进程中的语言使用要做出与国际化进程互动、双向、协同进化的选择。Malik & Bebenroth

（2018）运用并购理论提出，应依据并购后整合类型—— 目标公司的战略依赖和组织自治程度—— 确

定并购后语言策略：吸收性公司使用投标人的语言或采用公司通用语，保留性公司可继续使用自己

国家的语言，共生公司可平行使用自己国家的语言和投标公司语言，控股子公司可视股东需求确定。

Peltokorpi & Vaara（2012）根据再语境化理论指出，语言政策和实践在总部战略和地方反应的相互作用

中得以浮现，并提出发展 / 本地适应、发展 / 全球整合、建立 / 本地适应和建立 / 全球整合等 4 种再语

境化类型。Janssens & Steyaert（2014）借鉴世界主义理论指出，不同的全球化观念使得公司做出不同的

语言政策选择：强调普遍性的世界主义主张单一逻辑通用商务语（monological lingua franca），强调特

殊性的世界主义主张单一逻辑多语主义（monological multilingualism），而将世界主义理解为普遍性和

特殊性之间纠葛的则主张多语种通用商务语（multilingual franca）。Kankaanranta et al.（2018）运用戈夫

曼的拟剧分析框架区分了企业沟通中使用的前台官方语言和员工互动中使用的后台工作语言，并据此

呼吁实行解放性（emancipatory）的语言政策，对不同职位采用不同的英语标准。

关于语言政策的实施过程和影响实施的因素，Sharp（2010）把在跨国企业子公司中采用共同语言

的实施过程看作一种实践转换，并将来源于社会学制度理论的实践迁移模型应用于语言转换，提出了

包括调节语言迁移过程的个人、群体和公司 3 个层次情景因素的工具性实施、会话性实施和制度化三

阶段的语言实践迁移模型。Lønsmann（2017）运用社会语言学的立场理论研究发现，英语能力、年龄、

教育背景、当地的语言环境以及员工对长期策略与短期日常互动的看法是影响员工接受新语言策略的

关键因素。

6. 语言能力。跨国企业语言能力既包括个体层面的语言能力，也包括公司层面的语言管理能力。

个体语言能力就是运用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能力，在跨语言跨文化交际的背景下，语言能力超出掌

握音位、句法和语义规则的内涵。运用文化学习理论，Selmer（2006）提出，学习一种东道国语言时，

应努力达成对东道国文化的理解，经历一个文化适应过程。借鉴社会语言学理论，Henderson（2005）

提出，在跨语言交流时需具备在互动语境中解释语言的社会意义并做出适当反应的社会语言学能力。

运用实践社区理论（community of practice），Ehrenreich（2010）认为，在英语作为商务通用语的语境

中，应该具备同时利用英语和其他语言资源的能力。

Welch & Welch（2018）把公司语言管理能力叫作语言运营能力，即跨国企业在其全球网络需要时，

可以一种高效的、与情景相关的方式使用的组合起来的语言资源。他们运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理论

构建语言运营能力模型，认为语言运营能力来源于个人层面对语言资本的开发、维护、贡献和组织层

面对语言资源的投资、部署和运用两者之间的互动，而个体的语言资本来源于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以

及两者之间的互动。

7. 语言匡正。语言匡正是说话人对交际中偏离规范问题进行矫正的自我管理行为。Nekvapil & 

Nekula（2006）在捷克跨国公司调查中见证了这种匡正行为。Nekvapil & Sherman（2009）收集了中欧跨

国公司本地员工和外派人员合作中从事的互动前管理，即预测到将来互动中的潜在问题时进行调整的

过程，如准备词典、实施回避策略等。还有学者调查了互动后管理的案例。讨论这一话题的文献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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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匡正研究运用了语言管理理论（LMT），但语言匡正的注意、评价、调整设计和实施 4 个阶段模

型实际上暗合管理学中的流程管理概念；而基于“语言管理周期”概念提出的互动前和互动后管理实

际上含有质量管理中的 PDCA（plan、do、check、action，计划、执行、检查、行动）循环理念。然而

文献没有明确表明对这些理论的借鉴，这在某种程度可以说语言规划学视角的跨学科意识似乎还不够。

总结前文分析的热点话题借鉴的学科理论的数量，语言政策为 9 项，语言与权力为 6 项，知识转

移和语言能力均为 5 项，员工职业发展和外派专家适应均为 3 项。借鉴的学科理论数量越多，对话题

的认识则越全面。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语言政策是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中研究得比较充分的话

题，而员工职业发展、语言匡正等话题的研究则还不太充分，有很多问题还有待深入探讨，如员工语

言能力和专业技能对员工职业发展的互动影响，语言匡正中需要注意的发生机制等问题。

（二）不同输入学科的诠释理论

从输入学科视角看，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中主要借鉴了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管理学、传

播学、政治学和生物学等学科的理论。综合借鉴的分学科 / 理论及相应的话题数量，借鉴最多的学科

是社会学，涉及社会身份、权力、文化、实践社区、社会资本、拟剧分析框架、制度等多种理论，应

用于外派专家适应、知识转移、语言与权力、语言能力和语言政策等 5 项话题。其次是语言学，涉及

社会语言学、语境学、历史语言学和翻译等分学科 / 理论，应用于员工职业发展、语言与权力、知识

转移、语言政策和语言能力等 5 项话题。第三是经济学和管理学，前者涉及人力资本、并购和语言距

离等概念，应用于员工职业发展、知识转移、语言政策和语言能力等 4 项话题；后者涉及人力资源管

理、资源依赖理论和管理沟通等，应用于员工职业发展、语言政策和外派专家适应等 3 项话题。最后

是传播学、政治学和生物学，传播学的借鉴应用于知识转移，政治学和生物学均应用于语言政策。上

述情况可归纳为表 1。

表 1　热点话题的输入学科及诠释理论

学科学科 分学科 / 理论分学科 / 理论 热点话题热点话题

社会学

社会身份

外派专家适应

知识转移

权力理论 语言与权力

文化理论 外派专家适应

实践社区理论 语言能力

社会资本理论

拟剧分析框架
语言政策

制度理论

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

员工职业发展

语言与权力

语言能力

语言政策
语境化理论

历史语言学
知识转移

翻译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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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学科 分学科 / 理论分学科 / 理论 热点话题热点话题

经济学

人力资本
员工职业发展

语言能力

语言距离理论 知识转移

并购理论 语言政策

管理学

人力资源管理
员工职业发展

语言政策
资源依赖理论

管理沟通 外派专家适应

传播学 媒介丰富度理论 知识转移

政治学 世界主义理论
语言政策

生物学 协同演化理论

根据上述统计，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中输入的学科形成如下层级排序：社会学 > 语言学 > 经济学 >

管理学 > 传播学 / 政治学 / 生物学。社会学成为现有文献借鉴最多的学科，表明研究者认识到跨国企

业的语言和语言使用多方面的社会意义；借鉴社会语言学、语境学、翻译学等多种语言学科，表明研

究者认识到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需要基于语言学理论认识语言的多方面属性和功能；借鉴经济、管

理学科，表明研究者认识到跨国企业语言问题与经济、管理等因素都存在联系。

上文分析显示，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作为一个特定研究领域存在多种其他学科的输入，呈现出

鲜明的跨学科特征。

四、评价与展望

（一）评价

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中，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两种视角虽然都是针对跨国企业多语交际这

一现象，但不同视角下语言管理的目标、对象、主体、路径、语境等方面都存在差异，混淆两者将导

致概念不清、逻辑混乱。另一方面，两种视角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跨国企业语言问题更多的侧面，如

果两种研究视角互相关注对方学科的研究，将会对自身学科的研究带来启发。对比两种视角的研究，

国际管理学视角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文献，参与的作者也很多，在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总体上强于语言

规划学视角；语言规划学的研究则视角不太广，研究的问题以语言匡正、交际管理为主，文献数量和

作者也比较少。因此，语言规划学视角研究可以更多地借鉴国际管理视角的研究；当然，国际管理学

视角的研究也可从语言规划学视角的微观层面研究中得到启发。

通过借鉴其他学科理论，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认识到语言问题不只是沟通问题，更涉及多种企业

管理问题：语言技能是一种职业能力、一种人力资本，与外派专家的文化适应相关；拥有企业语言技能

产生个人权力和影响力，权力也对员工的语言匡正行为产生约束；员工不仅需要具备音位、句法和语义

规则知识，而且需要具备社会语言学能力；语言作为重构剂多方面影响知识转移；语言政策的制定受到

企业国际化进程、并购策略、人力资源策略等多种因素影响；跨国企业需要具备语言运营能力；等等。

跨国企业的语言问题已经从被遗忘的因素成为国际管理学研究的一个核心问题和语言规划学研究的一个

热点问题。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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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虽然通过借鉴多种学科的理论取得了很大进展，但从总体上看尚未完全成

熟。一方面，尽管众多文献针对同一热点话题借鉴了不同学科的理论，但这些文献只是在非常有限的

范围内相互交流（Tenzer et al. 2017），各热点话题之间尚未形成有机关联、构成知识单元。另一方面，

对不同学科的借鉴并不平衡（下文进一步论述），对跨国企业语言问题缺乏全面和系统的考察。跨国

企业语言使用、语言交际是在多重语言性质与多维管理因素的互动中发生的。语言具有交际、思维、

文化、认同等多重功能，语言几乎渗透到跨国企业管理活动的各个方面，既与人力资源、市场营销、

客户服务等横向管理维度相关，又与员工技能、国际团队建设、总部-子公司关系、公司战略等纵向

管理维度相关。语言性质的多重性与管理因素的多维性互动使跨国企业的语言选择、语言使用成为一

个复杂的系统。从交叉学科角度研究这种复杂体系，充分借鉴各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概念，全面系统地

考察各种问题，才能深入认识跨国企业语言选择、语言使用的规律。

（二）展望：走向交叉学科研究

魏晖（2018）提出，语言管理研究既是多学科研究，又是跨学科研究，目前的跨国公司语言管理

研究也同时呈现出多学科和跨学科研究的特征。根据交叉学科研究的演进顺序（陈平 2021），对一个

对象多学科、跨学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方向是交叉学科研究，因此走向交叉学科研究是跨国企业语言

管理研究的发展趋势。由于涉及国际管理学和语言规划学两种学科，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可诞生跨

国企业语言管理学和跨国企业管理语言学两种分支学科。随着城市化、国际化程度的不断加深，语言

接触日渐成为一个普遍现象，国内企业也将成为多语社区，语言管理问题将是各类企业共同面临的问

题，因此两种交叉学科也可分别叫作企业语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语言学。

1. 两种学科的研究对象与内容

企业语言管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为实现企业职业活动中的交际目标、提高和谐语言生活水平而对企

业职场中语言选择、语言使用展开的管理活动。企业语言管理学属于语言学的分支学科，研究内容主

要包括语言意识形态、个体语言管理（语言匡正、语言顺应等）、团队语言管理、专业语言与公司专

用语管理、公司语言政策与国家语言政策关系、和谐语言生活等。企业语言管理学视角下，语言管理

的目标主要落在员工个体层面以及社会层面上。企业语言管理学虽然与语言管理理论相关，但两者存

在区别：后者的管理对象主要是语言交际中出现的偏离规范问题，注重的是交际规范；前者的管理对

象是多语环境下的语言交际管理过程，不仅包括消极的话语匡正，而且包括积极的话语管理行为，如

意义协商、语言顺应等，注重的是交际效果、交际质量。

企业管理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为满足管理沟通需求、提升企业管理效率而对企业管理活动所需的

语言选择、语言使用展开的管理活动。企业管理语言学属于管理学的分支学科，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语

言需求、语言因素对管理活动的影响、员工语言能力培养、公司语言运营能力建设、语言政策、语言

与沟通效率管理、语言与知识关系管理、语言与团队建设、语言与人才管理等。企业管理语言学视角

下，语言管理的目标主要落在公司层面上；企业管理语言学虽然研究针对语言选择、语言使用的管理

过程，但语言管理服务于企业的业务管理，其最终目的是提升管理效率、发挥组织的竞争优势。

2. 两种学科的学科交叉特性

无论是企业语言管理学还是企业管理语言学，都建筑在语言学和管理学两相融合的基础上，因

此，语言学和管理学两种学科的互相借鉴、渗透和融合是跨国企业语言管理交叉学科产生的基础和关

键。比较表 1 与企业语言管理学、企业管理语言学的交叉特性可知，目前企业语言管理研究对语言学

和管理学的借鉴吸收尚不充分。现有研究对语言学的借鉴虽然涉及社会语言学、语境学、翻译学和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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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语言学等分学科的理论和知识，但对多语交际语境下语言使用的认知、心理、语用等层面还没有充

分关注；进一步的研究可运用神经语言学探讨母语体系对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影响，运用认知社会语言

学理论探讨认知和社会文化因素对跨国企业语境下语言交际的影响，运用语际语用学理论探讨人们实

施第二语言的语言行为特点，等等。现有研究对管理学的借鉴仅仅涉及人力资源管理理论、资源依赖

理论、管理沟通等，主要涉及员工技能、语言政策制定等问题，对多语环境下的语言能力发展、人际

关系、团队建设、语言使用主体间关系等诸多问题还没有充分关注；进一步的研究可运用素质模型研

究员工语言能力发展，运用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语言管理中各相关主体利益的平衡问题，运用冲突管

理理论研究多语生活的和谐之道，等等。

建筑在语言学和管理学交叉融合基础上的两种学科与社会学、经济学也密切相关。现有研究

已经运用了很多社会学理论，但尚不全面，例如跨国企业语言交际是跨语言交际，也是跨文化交

际，可以借鉴跨文化交际学探讨跨国企业的语言使用和语言管理。经济学与两种交叉学科也密切相

关。根据制度经济学，选择和使用一种语言，就选择了该语言社团的一种惯例和元制度（韦森 2014 ：

162 ～ 182），因此可以运用制度经济学理论研究语言选择、语言使用与组织制度化过程间的关系。此外，

两种学科研究还涉及传播学、心理学、政治学、符号学等学科的理论和概念，研究中也可积极借鉴。

当然，由于企业语言管理学和企业管理语言学研究的目的和内容存在差异，两者的学科构成方式

也存在一些差异。首先是两者的核心不同，对于企业语言管理学来说，语言学是核心，管理学紧密围

绕语言学，可表示为“［语言］管理”；对于企业管理语言学来说，管理学是核心，语言学紧密围绕

管理学，可表示为“［管理］语言”。其次是其他学科与“［语言］管理”和“［管理］语言”的交叉程

度不同。对于企业语言管理学来说，与社会学交叉程度较高，其次分别是传播学、符号学、心理学、政

治学和经济学；对于企业管理语言学来说，与经济学交叉程度较高，其次分别是社会学、传播学、心理

学、符号学和政治学。当然，对社会学、经济学、传播学、心理学、符号学和政治学这些学科与两种交

叉科学之间交叉程度的描写目前还只是一种初步思考，有待在今后的事实调查和理论探索中加以完善。

（三）对中国学者的启示：充分认识跨国企业语言管理的复杂性，增强交叉研究意识

目前，跨国公司语言管理在中国的研究还处于引介阶段，大部分研究采取的还是语言规划学的单

学科视角，对其他学科尤其是管理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缺乏必要的关注。当前，中国企业在走向国际化

经营的过程中进行着各种多语实践，正在创造中国式的跨国企业语言管理方法。对中国跨国公司的语

言管理研究，必须增强交叉研究意识，既要运用语言学理论研究中国语言文字的特征以及这些特征对

语言管理过程的影响，揭示中国社会语言状况与西方的差异及其对语言管理的影响，也要运用管理学

理论考察中国企业的管理特征、实践及其对语言生活和语言管理的影响。紧密结合中国情景，运用语

言学、管理学等多种学科的理论和概念，从多个角度审视中国跨国公司的多语实践，才可能为解决中

国企业跨国经营中的语言管理问题提供有效的指导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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